
绿色创新、“寻扶持”与内外监管： 

策略性创新的新识别视角
*
 

刘相锋  张宇力  谢倩莹 

文章所属专业委员会领域：企业与产业经济学 

内容提要：策略性创新是阻碍中国提升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那么，有效识别策

略性创新，并实施对该类型创新行为的有效监管是学界、实务界乃至政府必须面临的核心问

题。因此，本文构建以专利引用率为核心的策略性创新衡量指标，尝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重

新评估 1999-2019 年中国沪深股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并剖析导致该行为的

诱导机制和企业实施内外监管的有效性。经研究，我们发现：第一，策略性创新往往具有一

定的行为惯性，其中 28.4%来自于以往策略性记忆。这反映策略性创新与实证性创新均具有

行为记忆，说明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具有创新行为经验累积特征。第二，政府环保激励型政

策会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较强的诱导作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第三，企业高级管理层曾担任政府职位级别越低、企业所有权为非国有企业或企业属于

重点污染行业，政府环保补贴政策会显著增加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的意愿。第四，融资约束

是环保补贴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的重要路径，当融资约束较低时环保补助的诱导效应并不明

显，随着该约束的强度增加时，该诱导效应也会在短期和长期方面增强。最后，企业内部监

管机制并未起到制约和监督策略性创新行为作用，外部监管机制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通过

政府、媒体以及外部投资人等渠道，有效降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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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创新能力及其水平一直以来深受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其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

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①特别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更是被确定为我国国家战略，其重要战略意义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专利作为

创新能力重要的衡量指标和关键载体，其数量和质量的水平直接体现创新水平高低。因此，

各级政府制定以刺激专利增长为目标的扶持政策，实现创新水平的大跨越和战略赶超（Li，

2012；龙小宁，2015）。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是，我国专利的实际转化率较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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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分别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和 2013 年 7 月 17 日

的《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② 根据新京报报道，2022 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增至 36.7%，但是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13.3%，而高校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3.9%。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33299099725390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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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量专利“泡沫”和专利“假象”等问题（张杰等，2016），关键技术专利水平与第二

大经济体地位不相符①。如何在保证专利增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识别出微观主体的策略性

创新行为（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并能够进行有效监管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亟待

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桎梏我国企业创新水平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创新主体的

动机不聚焦于通过实质性创新实现效率提升（王红建等，2016、2017），而是更加关注于创

新的显性标识——专利数量——能否获得政府提供的扶持政策，从而获得显性或隐形“福利”

（高良谋和李宇，2009）。虽然，这符合理性人的诉求，但其导致无效的策略性创新挤占大

量社会资源(蒋伏心等，2013)，难以形成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造成配置效率损失。 

关于企业的创新动机类型，整体上可以归纳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两大类（黎文靖

和郑曼妮，2016）。在研究中，识别策略基本都采用专利类型数量，其前提假设均依据企业

申请专利难度，从而推断相应申请专利的价值。这种方法以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数量之和作为策略性创新衡量指标（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王永贵等，2022），优势在

于专利类型的数据获得性较强，相应计算结构系数较为容易。但是，这难以解释为什么高校

和研究机构作为发明专利的主要申请主体，其专利常常被搁置和浪费。2022 年 1-9 月，中国

高校(含港澳台高校)的中国专利公开量为 412528件，其中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量占到 77%②，

但实际我国高校 2022 年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9%③。这说明利用专利类型作为衡量创新主

体动机的指标，在方法上存在一定偏误问题。主要由于专利类型本身属于动机中性概念，而

策略性创新概念具有一定负面动机偏向，因而利用该方法得到结论势必否定了专利类型的基

本属性，即分类标准本身并无“歧视性”。因此，该指标在评估如服装等行业时，容易形成

选择性偏误类的内生性问题，过高估计外型设计类型企业的策略性创新水平，进而得到的结

论和对策也难免有失偏颇。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分析现有的策略性创新衡量策略存在的两种内生性偏误问题，

即双向因果问题和选择偏误问题。同时，本文提出新的识别策略，在专利质量理论的基础上，

以专利被引用率为核心，构建策略性创新的衡量指标。该方法的优势在于：首先，专利被引

用率是国际上衡量专利质量的通用做法（Tong, 2014），以此衡量企业的创新动机不仅体现专

利的经济价值，而且以应用结果为导向，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创新水平（Trajtenberg, 1990）。

其次，专利被引用程度体现了专利在领域的技术重要程度（Albert et al., 1991），通常是同行

对专利认可程度的集中表现。结合创新主体的动机，当企业的专利申请者出于“寻扶持”目

的进行专利创新时，专利并不会得到同行或业界的广泛认可，难以支撑同源专利创造，那么

没有被引用的专利必然有别于实质性创新。因此，该识别策略不仅体现专利的实际价值，更

能够有效利用业界认可程度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达到分离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的

目的④。最后，该方法并不以专利数量为核心，而以引用结果为导向，能够有效克服由于分

行业或企业性质评估时存在的内生性选择偏误问题，从而形成一致性估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引入策略性创新的新识别策略，并试图重新评估企业为“寻”

政府产业政策扶持而产生策略性创新行为，以更加准确回答“策略性创新效应”“其形成的

诱导机制”以及“内外部监管效果如何”三个核心问题。本文研究指出：第一，策略性创新

 
① 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发布《2021 技术聚焦》报告显示，日本和美国的三方专利

覆盖 95%的关键技术焦点，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我国三方专利仅覆盖 50%的技术焦点，与韩国和法国处于第三梯队。 
②  数据来源：深圳高校知识产权创新服务大数据平台、壹专利数据库以及 Incopat 专利数据库。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AyMDUxOQ==&mid=2653470237&idx=3&sn=972203d1b38aedbdca5e0ac20888192f&chk

sm=f3951815c4e291037b34a249f834393a3c664411f81caca6cc08f0cfa7fad69feb6625e49b38&scene=27。 
③ 根据新京报报道，2022 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增至 36.7%，但是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13.3%，而高校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3.9%。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332990997253904&wfr=spider&for=pc。 
④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的识别难点在于，两种创新都会直接或间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王永

贵,李霞，2023）。加之，存在企业与研究者的信息不对称，利用企业提供信息实现企业专利动机区分难上加难。相对研究者而言，

同源专利的从业者相比之下更具有优势，因而专利被引用水平直接反应企业动机，即从未被引用专利一定说明该专利并非为实

质性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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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一定的行为惯性，其中 28.4%来自于以往策略性记忆。这说明策略性创新与实证性

创新均具有行为记忆（Fedai 等，2013；胡彬和万道侠，2017；刘青，2022），说明企业策略

性创新行为具有创新行为经验累积特征，因此有效区分两者是极具挑战性的。因此，对其策

略性创新实施监管和治理一方面要追本溯源，另一方面也要制定长效动态机制，不能一蹴而

就。第二，在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利润率等重要影响因素后，政府环保激励型政策会对企业

策略性创新产生较强的诱导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三，产业政策、企业产权性质及所属行业的差异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不同影响效应。企

业高级管理层曾担任政府职位级别越低、企业所有权为非国有企业或企业属于重点污染行

业，政府环保补贴会显著增加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的意愿。本文没有得到直接证据说明国有

企业创新策略是追求专利产出量，这与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和 Tong 等人（2014）并不

一致。相反，民营企业可能处于融资渠道和资金链条稳定性原因，更加倾向于“寻扶持”。

第四，融资约束是环保补贴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的重要路径，当融资约束较低时环保补助的

诱导效应并不明显，随着该约束的强度增加时，该诱导效应也会在短期和长期方面增强。最

后，企业的内部监管机制并没有起到制约策略性创新行为作用，而外部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信

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政府、媒体以及外部投资人等渠道，有效降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意愿。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策略性创新的文献回顾 

企业不同的创新动机会导致不同的创新行为选择，学术界将其具体分为两大类型：策略

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策略性创新主要指企业为了获取政府财政

扶持，通过追求创新的“数量”和“速度”来迎合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创新行为（王永贵和

李霞，2022）。这种创新行为通过发送虚假创新信号，主要关注创新数量而非创新质量，不

具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创新过程体现出策略行为倾向性（Tong et al.,2014）。相应地，

实质性创新是企业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获得垄断利润和持续竞争优势，进而积极开展高

质量的研发创新活动（邢会等，2019）。实质性创新强调“质量”，有助于扩大市场竞争优势

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相较而言，实质性创新要求企业承担更高的研发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

而策略性创新仅仅需要对现有技术和产品的加工改造，目的是追求短线收益和政府认可，因

此，企业开展策略性创新的激励更强。 

本质上，策略性创新是一种低质量专利的体现。专利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成果，现有研

究多使用企业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不同创新动机带来的专利质量之间存

在差异，它们对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不一致。学术界对于专利质量的内涵一般解释

为专利给专利权人带来的经济回报（郑素丽和宋明顺，2012）。因专利价值具有时效性、不

确定性和差异性，同时兼具技术价值、市场价值和法律价值（万小丽和朱雪忠，2017），并

且没有特定的专利交易市场，专利实际质量难以观察，因此学术界发展各种指标用于衡量专

利质量（Trajtenberg, 1990; Lanjouw & Schankerman, 2004）。其中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专利质

量衡量指标为转发引用数，它反映了专利的技术重要性。当专利是后续创新的基础时，就会

发生正向引用。因此，正向引用次数越多，代表专利质量越高。Trajtenberg（1990）将专利

被引用量引入专利价值研究，认为专利的被引用数量可以用来衡量专利技术的重要性,从而

反映创新的经济价值信息。Lanjouw & Schankerman（2001）通过研究知识产权诉讼成本与

研发投资激励，证实了专利被引用量作为专利价值指标的有效性。Hall & Jaffe（2005）使用

专利被引用量衡量专利价值，表明专利的额外引用会使专利市场价值增加，而且自我引用比

外部引用更有价值。除此之外，其他用于衡量专利价值的重要指标包括专利申请中的权利要

求数量（Tong & Frame, 1994）、出售专利价格（Harhoff et al., 2003）、参与专利发明人数（Wuchty 

et al.,2007）、基于专利续期费的专利价值（Zhang et al., 2014）和专利新颖性（Jia et al., 2019）。 



综上，根据已有研究可知，采用专利类型进行衡量策略性创新，不足获取和识别关于企

业创新行为和创新质量特征的信息。本文区别于国内现有文献普遍采用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之和作为策略性创新衡量指标（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王永贵等，2022），

参考国外衡量专利价值的普遍做法，重新审视和评估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即以市场评价

的专利引用数衡量专利质量，专利引用频率越高，说明专利技术含量和后续影响越大，反之，

专利引用频率越低，说明专利技术重要性越低，对企业后续创新发展无实质性影响。 

（二）政府补贴对创新的影响 

企业创新活动通常具有高成本性与高风险性，技术溢出效应使创新成果产生正外部性，

短期内企业投资回报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率，导致企业研发投资不足（安同良等，2009）。

因此政府对企业投资创新活动的干预，增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力度，是促进创新要

素合理配置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主要有增

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利保护政策和技术规制等（Croppe & Oates, 1992），其中，政府

补贴是影响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 

目前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对

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市场失灵”理论，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存在正外部

性，政府对其创新补贴可以激励企业投资创新活动（解维敏等，2009）。在知识产权保护不

完善的情形下，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政府的创新补贴是企业持续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途

径（廖信林等，2013）。Holger & Strobl（2007）分别考察政府研发补贴对以色列和爱尔兰制

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绩效，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激励企业未来投入原本净现值为负的创新项目。Howell（2017）研究美国能源部

设立的小企业研发创新补贴项目发现，研发补贴提高了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概率，特别是中

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通过为企业提供“试错”机会，促进高质量专利等创新产出增加以及创

新成果转化。童馨乐等（2022）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发现政府研发补

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数量激励，相应地，企业扩大研发投入有效增加了企业专利数

量。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降低创新成本与缓解融资约束。

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为企业提供研发活动所需资金，直接减少研发初期高额的创新成本，

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风险预期，进而增加了企业的失败容忍度与研发成功概率，提高创新产

出（张杰等，2015）；另一方面，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可视为政府对企业认可的背书行为，

帮助企业获得金融机构以及外部投资者的信任，提升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动力和意愿，并提

高创新产出绩效（伍健等，2018）。 

针对政府补贴的创新效应不能够达成共识的原因在于，企业创新动机难以有效识别和区

分。目前，学者们也逐步关注到上述问题，并开始探究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资行

为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张杰等，2015）。政府补贴可能会促进企业专利数量的增加，但抑制

专利质量的提升。面对大量政府补贴，企业倾向于以策略性创新挤出或替代本应进行的实质

性创新（余芬等，2021），其目的并非为了实质性地提高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而是为了获取

政府补贴，表现为对政府政策和监管的迎合（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Dang & Motohashi

（2015）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的专利数据，检验专利数量是否可以代表中国创新能力，研究结

果表明，专利数量与政府专利补贴计划密切相关，Eberhardt et al.（2017）也得出类似的研究

结果，中国专利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主要是受直接鼓励专利申请的政府补贴所驱动。进一步

分析可以发现，政府补贴导致企业策略性创新的主要原因为补贴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逆向

选择问题（杨亭亭等，2018），高额的研发补助容易诱发企业管理者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

向将政府研发补贴挪用至能够为企业或自身带来短期利益的活动中（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

进而抑制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以寻求补贴而进行的策略性创新，不能真正提高

其专利产出质量与创新绩效，导致政府财政补贴资源错配，从而严重降低了政策对企业创新



的激励效果。除此之外，受短期经济利益驱使和政策驱动所引致的专利申请及策略性创新行

为，实质上并不会带来企业在技术方面的长期知识积累与进步，最终导致企业自身的技术创

新与生产经营缺乏持续性（邢斐和董亚娇，2017）。由于企业持续创新源于知识的长期积累，

若企业仅以一时的创新“数量”满足获得政府补贴的“硬性”指标，而非将资金用于产品升

级等实质性创新活动，企业后续创新活动将很难持续进行（余芬等，2021）。因此，从现有

研究可推测，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将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导

致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行为，进而抑制创新绩效的提升。 

（三）融资约束形成机制与内外部监管机制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内部资金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需求，寻求外部融资已成为必然。政府扶持性政策，例如补贴政策，将为企业提供降低其融

资约束的路径。一方面，政府补助可以作为企业无偿获取的资源补充，直接增加企业内源融

资，缓解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压力，并借此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郭玥，2018）；另一方

面，政府补贴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通过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为企

业争取更多的外部融资。与此同时，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既得到简单且大规模的外部收益

又拥有一个宽松的外部融资环境（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而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

会面临更为紧张的资金供给，创新活动的外部融资难度增加。由于政府在挑选企业进行补贴

时，会自动选择创新技术能力强的企业，故为缓解内外部融资约束，企业有激励进行低质量

的策略性创新向政府发送“创新”信号。 

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瓶颈的关键因素之一（康立和肖云峰，

2020），也是造成政府补贴难以精准激励创新的重要原因。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

效降低投资者、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缓解公司受融资约束所形成策略性创新。

通常，创新型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Holmstrom，1989），企业为争取更多外部融资，倾

向于夸大企业技术优势或隐藏技术研发风险。而对于外部投资者来说，筛选创新水平高、有

潜力的企业，需要付出高昂的信息甄别成本，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低会导致信息劣势方面临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量研究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融资成本呈显著负向关系，

Diamond（1985）和 Merton & Robert（1987）指出高水平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减少外部投资者

获取信息的成本，并且较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中更具吸引力。曾颖和陆正飞

（2006）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其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发现信息披露质

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Cheng et al.（2014）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

融资约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也承担更低的代理成本。李力等（2019）以中国重污染行

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表明碳绩效好的企业倾向于信息披露，通过增强自身信息可识别性

使其区分于绩效较差的企业，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的效果。可以

看出，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通过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减少

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行为。 

内部监管是企业风险管理与运营治理的一系列动态手段，其贯穿于企业技术创新决策、

生产、运营等各个环节中，不仅可以保证企业按既定方向生产经营，而且可以持续监督企业

创新进展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增强能够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有效减

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能通过对企业

策略性行为的监督提高企业创新绩效（黎来芳等，2022）。除此之外，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可

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减少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动机。企业内部权责分配明确，可以向外

部投资者传递企业治理效率的信号，增强对企业的认可度，提高企业融资能力（Grant et al., 

2013）；企业内部控制又可以畅通企业与外部投资者沟通渠道，缓解多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产生一定的杠杆效应，从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许艳，2021）。王运陈等（2015）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可以对企业 R&D 业务流程进行监控，具体表现在监控立项审批、关注相关人员管



理、检验项目成果等方面，最终对企业 R&D 效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李万福等（2011）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有效降低代理风险，通过监控企业交易，以防止股东与关联方因利益

输送导致企业挪用研发资金，从而被迫放弃有利于企业长效发展的创新项目。而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则质疑内部控制能否发挥其功能并抑制策略性创新行为。与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外

部治理相比，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内部治理使得管理者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企业进行

策略性创新。Klein（1998）认为独立董事因缺乏独立性而可能无法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

引起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出现无序投资和创新绩效低下的问题。同时，策略性创新不

同于实质性创新，企业创新质量短时间内难以评估，这增加内部管理层迎合政府补贴政策的

激励，采取提升显性创新数量、降低隐性创新质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企业实质性创新

造成扭曲。 

综上，在政府补贴与策略性创新之间存在某种作用机制，即政府补贴通过降低企业的融

资约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资源，而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贴以缓解融资约束而选择策略性创

新。除此之外，在信息披露质量低以及内部治理缺失的情况下，管理层基于代理问题而引发

的机会主义行为，选择实施策略性创新导致创新绩效低下。因此，拓展信息沟通渠道、优化

内部治理可以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弱化企业策略性创新动机。 

三、研究设计 

（一）策略性创新的识别策略及描述性分析 

1.传统策略性创新识别方法的内生性偏差问题 

本文设定策略性创新为𝑃𝑗𝑡
𝑠，若根据传统策略性创新识别方法，即采用实用新型专利与外

观设计专利两种类型的申请数量之和（或比例）衡量策略性创新，则该方法反映为𝑃𝑗𝑡
𝑠 =

𝐹(𝑃𝑗𝑡
𝑈 , 𝑃𝑗𝑡

𝐸)。其中，𝑃𝑗𝑡
𝑈和𝑃𝑗𝑡

𝐸则分别表示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两种专利数量。 

当学者评估产业政策可能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时，可以设定相应计量模型为： 

𝑃𝑗𝑡
𝑠 = 𝛼0 + 𝛼1𝑃𝑜𝑙𝑖𝑐𝑦𝑗𝑡 + 𝜶𝑿𝒋𝒕 + 𝜖𝑗𝑡                    (1) 

其中，𝑃𝑜𝑙𝑖𝑐𝑦𝑗𝑡表示为政策评估的变量，通常可采用双重差分进行替代，即上述计量模

型通常会呈现出双重差分形式。因此，这里便会出现一个显著的估计偏误问题，即当产业政

策选择以专利数量为判断是否实施政策标准时，由于𝑃𝑗𝑡
𝑠该指标是以专利数量为基础的函数

形式，因而策略性创新与政策实施会产生双向解释关系——政策实施与否以专利数量为标

准，政策实施又会引起策略性创新——从而造成内生性偏差问题。 

此外，利用该传统指标评估策略性创新对不同行业或性质企业影响时，将产生选择性内

生性偏差问题。这里我们假设以下计量模型： 

𝑦𝑗𝑡 = 𝛽0 + 𝛽1𝑃𝑗𝑡
𝑠 + 𝜷𝑿𝒋𝒕 + 𝜀𝑗𝑡                       (2) 

若此时考察的行业恰好为外观和实用设计类行业，则行业内可以观察到的企业实则存在

一个隐含条件，即为𝑑𝑗𝑡 = 1{𝑉(𝑃𝑗𝑡
𝑈 , 𝑃𝑗𝑡

𝐸 , 𝜔𝑗𝑡) ≥ 0}。其中，𝜔𝑗𝑡表示企业生产率，𝑉表示企业经

济价值。继而，可以推论得到： 

𝑑𝑗𝑡 = 1{𝜔𝑗𝑡 ≥ 𝜔𝑗𝑡
∗ (𝑃𝑗𝑡

𝑈 , 𝑃𝑗𝑡
𝐸)}                         (3) 

式(3)说明行业内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数目越多，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则生存下

来的概率越大（Olley & Pakes, 1996）。因此，上文计量模式(2)实则为： 

𝐸[𝑦𝑗𝑡|𝑃𝑗𝑡
𝑠 , 𝑿𝒋𝒕, 𝑑𝑗𝑡 = 1; 𝜷]                          (4) 

由式(3)可知，式(2)中的𝑃𝑗𝑡
𝑠必然与内生性选择偏差项𝑑𝑗𝑡 = 1{∎}存在相关性，这说明式(2)

中𝛽1的估计必然有偏，无法得到一致性估计。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利用专利类型对策略性创新进行衡量核心问题在于，专利类型实则

是一个中性概念，而策略性创新则实则带有一定情感倾向性或负面倾向，因而利用这种评估

方式必然有偏误性。 



2.策略性创新的新识别策略设计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界定策略性创新是指企业当年度申请并获批专利在识别窗口期内均

没有获得引用，因而该专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得到市场转化或业界应用。从创新动机角度看，

企业发明该专利的目标主要为获取经营以外的其他收益，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科技企

业头衔等，因而本文将其视为创新策略性行为（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对于识别企业的

策略性创新行为，本文采取以下识别策略： 

第一步：确定策略性创新的识别窗口。本文依据数据特征，主要将 2020 年作为策略性

创新识别窗口，即𝑇 = 2020。 

第二步：确定企业的实质性创新的集合。 

∀𝑡 ∈ {1,2, … , 𝑇} , 𝐸𝑗𝑡 = {𝑖|𝑛𝑡+𝑘
𝑖 ∈ ℤ ≥ 1, 𝑘 ∈ [0, 𝑇 − 𝑡] ⊆ ℤ}         (5) 

其中，𝑡表示企业申请专利时间，𝑘表示专利自授权后的第𝑘年度，𝑛表示第𝑡年度企业获

得授权第𝑖专利①引用个数，𝑖表示第𝑗个企业的专利编号。因此上述公式𝐸𝑗𝑡反映了第𝑡年度第𝑗

个企业的实质性创新集合。 

第三步：计算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概率。第𝑗企业第𝑡年度的创新策略性行为的发生概率

可以表示为： 

𝑃𝑗𝑡(𝑆𝑗𝑡 = ¬𝐸𝑗𝑡) = 1 −
𝐶𝑎𝑟𝑑(𝐸𝑗𝑡)

𝐶𝑎𝑟𝑑(𝑃𝑗𝑡)
                         (6) 

其中，𝑆𝑗𝑡表示企业的策略集合，因而𝑃(𝑆𝑗𝑡 = ¬𝐸𝑗𝑡)表示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行为的概率。

同时，𝐶𝑎𝑟𝑑(∙)表示集合的数量，𝑃𝑗𝑡表示第𝑡年度的第𝑗企业的总体获得授权的专利总数。 

第四步：由于专利是否被使用往往与专利申请距离观测期的时间具有一定相关性（张古

鹏和陈向东，2012），即存在较“年轻”或颠覆性专利在观测窗口期被从来没有被引用，但未

来可能被引用的问题（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因此，本文将采用线性拟合的方式对企业

实施策略性创新行为的概率进行剔除专利“年龄”的干扰，即通过构建策略性创新与专利“年

龄”回归模型，然后剔除上述干扰。这里主要采用回归模式后，再进行估计值进行衡量策略

性创新，其中回归方程为公式(7)： 

𝑃𝑗𝑡(𝑆𝑗𝑡 = ¬𝐸𝑗𝑡|𝑎𝑔𝑒) = 𝛼0 + 𝛼1𝑎𝑔𝑒𝑗𝑡
𝑝𝑎𝑡

+ 𝜀𝑗𝑡                  (7) 

最后一步：利用剔除专利“年龄”干扰因素的策略性创新估计值对真实策略性创新进行

衡量，即𝑃𝑗�̂�(𝑆𝑗𝑡 = ¬𝐸𝑗𝑡|𝑎𝑔𝑒)②。 

3.策略性创新的描述性分析 

图 1 中实线表示没有去除专利“年龄”的策略性创新发生概率，而虚线则表示去除的情

况。对比两条曲线趋势和情况，可以发现 2005 年之前策略性创新的概率显著提升，这是由

于这部分专利距离观察期时间较为久远，使其策略性创新概率被时间降低了，从而导致严重

低估这阶段发生策略性创新的概率，进而产生“现在创新效果大不如以前”的错觉。因此，从

图 1 的虚线情况看，2007 年之前企业在策略性绿色创新方面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状态，而 2007

年之后，这种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进入快速增涨期。从现实看，2007 年 7 月环保总局、人

民银行以及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

绿色信贷的诞生。那么，企业是否会针对一系列的绿色信贷、环保补贴激励政策，产生大量

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无效绿色专利）以迎合政策，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分析。同时，

从图 1 可以更显著发现，2017 年策略性创新水平出现指数级下滑趋势，这可能与 2017 年新

 
① 这里，我们将采用授权专利而非申请专利的原因在于，专利申请虽然知识产权总局将授予专利号，但是专利真正可进入

应用或引用必须经历授权环节，因而本文研究前提假设是专利必须可以被引用。一般而言，知识产权总局将对申请专利进行严格

审查，涉及侵权或违法等问题将宣告无效，国家知识产权总局还将给出合法的解释。 
② 在进行线性回归过程中，由于随机扰动因素存在，可能使得相应的概率分布出现小于 0 大于 1 的情况，这与概率的定义

不相符。为避免出现该问题，可采用标准化函数将其映射到[0,1]区间，本文为简化处理采用并归式处理方式，将小于 0 的一律取

0，而将大于 1 的部分并归为 1。 



版《专利审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实施和随后颁布国家标准《专利代理机构服务规范》(标

准号：GBT34833-2017)具有密切关系。《指南》施放“三大利好”①使得整体专利数量得到释

放，商业模式的专利申请将获得重视。与此同时，国家又紧抓专利申请机构的服务规范，提

高专利申请的间接成本，使得无效或策略性创新的收益呈现急速下滑态势。 

 

图 1 去除和保留专利“年龄”的企业策略性创新发生概率情况 

（二）变量选择 

1.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分析相应环保补助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因而衡量指标主要选择政府环保

补助率(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政府环保补助额度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年报附录中，本文主要根

据补助的项目明细关键词进行手工检索和收集，其中关键词主要以“绿色”“环保补贴”“环

境”“可持续发展”“清洁”“节能”等与环保相关的内容。在收集相应环保补助额度的基础

上，本文将该值采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进行表达。 

2.控制变量 

根据已往相关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1）企业规模(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该指标主要采

用企业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衡量。（2）企业负债水平(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其主要反应企业

的负债水平，主要采用企业期末总负债的自然对数进行处理。（3）资产报酬率(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该指标反映公司的盈利水平和能力，其以期末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4）资产投

入(𝑙𝑛𝐾𝑗𝑡)，主要采用上市企业的固定资本净值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衡量。除了以上四类控制

变量以外，本文还采用年度（Year）和省份（Province）的虚拟变量进行固定效应的控制。 

3.分组变量 

本文的分组变量选取，主要依据企业的自身特征和行业特征展开，以此分析策略性创新

行为在不同类型企业呈现异质性效应。具体而言，分组变量包括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企

业产权性质以及企业所在行业是否为重点污染行业。 

 
① “三大利好”分别为：第一，涉及商业模式的专利申请不被排除可能获得专利权。第二，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申请撰

写方式更灵活。第三，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权利修改更宽容。 



（1）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为更加详细刻画企业的政治背景，本文主要参考潘红波

等（2008）、杨其静（2011）以及于蔚等（2012）的做法，在是否具有政治背景（PC）指标

构建基础上，还加入了政治背景等级水平（PClevel）衡量指标。其中，当上市企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或其他高层次管理者任意一人担任或曾任政府官员，则指标 PC 取值为 1，否则该值

为 0。进一步，本文还将按照参考政府、党委（纪委）、人大或政协常设机构、检察院和法院

的任职职务等级标准，对企业高管中担任政府官员的最高职务进行定序划分①。其中，当高

管的曾担任最高职务为科级干部，则 PClevel 取值为 1；当高管的曾担任最高职务为处级干

部，则 PClevel 取值为 2；当高管的曾担任最高职务为厅级干部，则 PClevel 取值为 3；当高

管的曾担任最高职务为部级干部，则 PClevel 取值为 4；当无政治关联时，则 PClevel 取值为

0。 

（2）企业性质。主要依据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𝑇𝑦𝑝𝑒𝑗𝑡）按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

外资企业三大类进行异质性分析。当企业为国有控股及集体企业（本文简称为国有企业）时，

则𝑇𝑦𝑝𝑒𝑗𝑡取值为 1；当企业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时，则𝑇𝑦𝑝𝑒𝑗𝑡取值为 2；当企业产权性质为外

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简称为外资企业）时，则𝑇𝑦𝑝𝑒𝑗𝑡取值为 3。 

（3）企业污染程度。对于企业污染程度的分组变量，本文主要参考韩超等（2017）研

究思路，重点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中重污染

行业划定标准为参考依据，即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 16 个重点污染行业。因此，本

文通过上市企业的四位数行业代码，将总样本重点和非重点污染行业两大类。其中，当第 j

个企业属于重点污染行业时，则𝑤𝑢𝑟𝑎𝑛𝑗𝑡取值为 1，否则为 0。 

4.策略性创新的形成机制及内外部监管机制变量 

（1）策略性创新的形成机制：融资约束（𝑆𝑎_𝑖𝑛𝑑𝑒𝑥） 

本文考察策略性创新的形成机制，主要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动机的影响。因此，本

文主要参考 Hadlock & Pierce（2009）、鞠晓生等（2013）以及余明桂等（2019）研究思路，

首先对金融类和 ST 及 ST*类型的上市企业进行剔除，然后构建关于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

SA 指数（Hadlock & Pierce，2009），再对所估计的 SA 指数进行绝对值和 1%的缩尾处理（鞠

晓生等，2013；余明桂等，2019），最终得到本文采用的融资约束衡量指标。其中，当𝑆𝑎_𝑖𝑛𝑑𝑒𝑥

变量变大时，这说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便越大。 

（2）内外部监管机制：独立董事制度（𝑟𝑎𝑡𝑒_𝑑）和信息披露质量（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 

——内部监管：独立董事制度 

由于独立董事制度往往被认为对于企业经营者行为动机具有内部监督作用，并对执行董

事的行为能够起到指导和修正作用（王华和黄之骏，2006）。本文借鉴赵昌文等（2008）、梁

权熙和曾海舰（2019）的研究经验，采用独立董事所占董事会席位的比例（𝑟𝑎𝑡𝑒_𝑑）作为衡

量指标，主要采用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进行计算。 

——外部监管：信息披露质量 

针对上市企业的外部监管的衡量变量，本文主要采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指数）

反映的是市场信息情况，其能够有效评价上市公司与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林长泉等，2016；

刘贯春，2023）。对于该指标的内容构成，其不仅包括强制性信息披露内容，而且包括自愿

性信息披露内容，因而该指标能够全面反应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情况（徐寿福和徐龙炳，

2015）。本文构建该指标主要依据投资者股票收益率对股票交易量依赖程度（杨志强等，2020），

当信息披露相对及时率较高时，说明投资者对交易量的依赖程度较弱，则投资者完全可以依

赖于公开信息对投资价值进行研判（陈运森等，2019）。其计算公式为： 

ln |𝑝𝑖,𝑑̇ | = 𝛼0 + 𝛼1 (
𝑉𝑜𝑙𝑖,𝑑

𝑉𝑜𝑙𝑖,𝑜
− 1) + 𝜀𝑖,𝑑                       (9) 

 
① 当然，本文对于副职一并归入到正职等级，例如副厅级干部归入到厅级干部级别。 



其中，式（9）中的𝑝𝑖,𝑡̇ 表示第 i 个上市公司股票在第 d 个交易日的价格波动率，其值由

收盘价与开盘价的变化率计算获得。式（9）中的𝑉𝑜𝑙𝑖,𝑡则表示第 i 个企业在第 d 个交易日的

交易量（亦可称为股数），而𝑉𝑜𝑙𝑖,0则表示第 i 个企业一个年度的日平均日交易量。然后，本

文再针对每一个上市公司每一年进行分组回归，从而估计式（9）中参数𝛼1，进而构建相应

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指数，即： 

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 = 𝛼1 × 106                             (10) 

从式（10）看，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指数值越大，说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依赖交易量程度越高，因

而信息披露程度质量越不理想。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

报以及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四个方面。其中，本文使用的专利引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提供的授权专利的引用数量。同时，考虑到企业可能存在自我

引用提高专利引用率的情况，本文还利用该数据库提供专利自引用量数据进行匹配和剔除。

关于上市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数据资料，本文主要通过 Wind 数据库提供的上市高管背景信

息进行加工获得。此外，政府对上市企业的环保补贴数据，主要对公司年报进行关键词检索

获得。企业的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主要来自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对研究所涉及

的财务指标均采用 1%缩尾和剔除缺失值等方法进行处理，数据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所涉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𝑃𝑗𝑡 策略性绿色创新 33436 0.140 0.290 0.000 1.000 

核心解释变量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环境补助水平 33436 2.800 5.550 0.000 21.490 

控制变量 

𝑙𝑛𝐾𝑗𝑡  固定资产净值 33436 20.120 1.740 0.000 27.320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企业规模 33436 21.920 1.330 10.840 28.640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企业负债水平 33436 21.000 1.610 11.600 28.060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企业利润率 33436 0.130 0.010 0.080 0.550 

分组变量 

𝑃𝐶𝑗𝑡 是否有政治关联 33436 0.260 0.440 0.000 1.000 

𝑃𝐶𝐿𝑒𝑣𝑒𝑙𝑗𝑡 政治关联类型 33436 0.830 1.460 0.000 4.000 

𝑇𝑦𝑝𝑒𝑗𝑡  企业性质 33436 4.690 1.280 1.000 7.000 

𝑤𝑢𝑟𝑎𝑛𝑗𝑡  是否为重点污染行业 33436 0.460 0.500 0.000 1.000 

形成机制与内

外监管机制变

量 

𝑟𝑎𝑡𝑒_𝑑 
内部监管： 

独立董事占比 
33436 0.350 0.090 0.000 0.800 

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 
外部监管： 

专利和补助详细信息披露 
33436 0.430 0.190 0.000 1.980 

𝑆𝑎_𝑖𝑛𝑑𝑒𝑥 
诱导机制： 

SA融资约束指数 
33436 3.990 1.480 1.130 9.100 

注：除了观测值数量以外，其他统计量均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往往伴随着一定的行为惯性（Fedai et al.,2013；胡彬和万道

侠，2017；刘青，2022），因而本文将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刻画。同时，考虑到环境激励

型政策的滞后性，本文将政策分别纳入当期和滞后期进行考虑。由此得到计量模型为： 

𝑃𝑗𝑡 = 𝛽0 + 𝛽1𝑃𝑗𝑡−1 + 𝛽2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 𝛽3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 𝜶′𝑿𝒋𝒕 + 𝜖𝑗𝑡    (8) 

其中，式(8)中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表示相应环境激励型政策补助额度，𝑿𝒋𝒕则表示企业的控制变



量集合，其包括了企业规模(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资产负债率(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资产报酬率(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以

及资产投入(𝑙𝑛𝐾𝑗𝑡)等。𝜖𝑗𝑡表示相应随机扰动项，假设其服从独立同分布条件。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内生性检验 

表 2 报告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报告了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

板模型估计下利用环保补助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策略性创新具有较强的自

由惯性。同时，相对于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将考虑到自回归效应存在内生性，因

而模型（2）将对策略性创新的行为惯性效应实现无偏估计，即上一期实施策略性创新大约

提升当期策略性创新发生概率约为 0.274 个百分点。虽然，本文采用动态面板基准模型考虑

到动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Douglas 等，1988），但是环保激励型政策与策略性创新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企业会基于自身对政策解读和了解，实施相应创新策略性行为，从而

实现营业外收益和环保补助。另一方面，政府将依据企业创新结果实施政策扶持，从而实现

政策落地，但这又再次激励企业迎合政府扶持政策。因此，本文尝试借鉴 Anderson & Hsiao

（1981）和 Arellano & Bond（1991）以及 Roodman（2009）的研究思路，分别采用环保补

助的滞后一阶和滞后所有阶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第（3）~（4）列分别汇报了相应两

种工具变量所估计的结果。结果显示，从环保补助政策在当期的估计系数来看，无论采用哪

种工具变量回归都显著为正，说明环保激励型政策在当期会产生较强的诱导作用，分析其出

现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以缓解融资约束，往往以策略性创新挤出或替代实

质性创新，表现为绿色创新活动动机是对政府政策和监管的迎合。本文在比较模型（2）~（4）

的 Wald 统计量基础上，后文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用模型（4）为基准计量模型，该模型不仅考

虑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内生性问题，而且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表 2                   环保补贴对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基准模型选择与统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双固定效应模型 动态面板模型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一 工具变量回归二 

𝑃𝑗𝑡−1 
0.119*** 0.274*** 0.264*** 0.265*** 

(19.163) (18.853) (17.735) (18.725)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1*** 0.001 0.007*** 0.004*** 

(2.700) (1.536) (4.667) (2.960)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0 0.001* -0.001 0.000 

(1.278) (1.836) (-1.183) (0.044)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5*** 0.005** 0.004* 0.005** 

(3.225) (2.028) (1.649) (2.151)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18*** 0.023*** 0.021*** 0.023*** 

(4.396) (3.741) (3.267) (3.802)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4 -0.001 -0.001 -0.003 

(1.500) (-0.166) (-0.304) (-0.676)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0.656*** 1.261*** 1.811*** 1.595*** 

(2.633) (2.727) (3.989) (3.580) 

常数项 
-0.554*** -0.700*** -0.683*** -0.699*** 

(-11.222) (-6.596) (-6.521) (-6.893)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29947 26580 26580 26580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1888.455 1895.424 2060.096 



Sargan统计量  535.797*** 537.538*** 597.385*** 

AR(1)  -24.694*** -25.008*** -24.640*** 

AR(2)  5.693*** 5.748*** 5.607*** 

最大似然值 11324.842    

注：参数估计值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值；括号中的内容为统计量，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字；表中*** ,** 和*分别代

表 1%，5%和 10%显著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为防止方法转化和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差异造成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将采用将动态

GMM 模型两步估计转换为一步估计方法以及替换解释变量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采用 One-step 估计方法。考虑到本文采用估计方法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表 3 的模

型（2）的报告结果发现，策略性创新的行为惯性和激励型政策当期诱导效应与基准模型（1）

的估计保持一致。第二，替换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环保补助与企业资产规模的比值𝑟𝑎𝑡𝑒_𝑠𝑢𝑏𝑗𝑡

作为替代变量进行估计，表 3 模型（3）的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综上所述，估计

结果显示，本文发现的策略性创新行为惯性和政策诱导效应的结论十分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基准模型 One-step估计 替换解释变量 

𝑃𝑗𝑡−1 
0.265*** 0.235*** 0.256*** 

(18.725) (20.362) (315.781)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4*** 0.006***  

(2.960) (4.665)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0 -0.001  

(0.044) (-1.178)  

𝑟𝑎𝑡𝑒_𝑠𝑢𝑏𝑗𝑡 
  1.629*** 

  (380.438) 

𝑟𝑎𝑡𝑒_𝑠𝑢𝑏𝑗𝑡−1 
  0.737*** 

  (92.981)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5** 0.006 0.007*** 

(2.151) (1.639) (844.342)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23*** 0.028*** 0.026*** 

(3.802) (3.245) (990.623)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3 -0.004 0.001*** 

(-0.676) (-0.713) (54.252)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1.595*** 1.178** 1.565*** 

(3.580) (2.433) (324.958) 

常数项 
-0.699*** -0.713*** -0.859*** 

(-6.893) (-6.138) (-411.943)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2060.096 2341.343 4.81e+09 

观察值 26580 26580 26580 

注：参数估计值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值；()中的内容为统计量，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字；表中*** ,** 和*分别代表

1%，5%和 10%显著水平。 

 



（四）异质性分析 

1.有政治背景企业是否更愿意“寻扶持” 

从企业创新视角分析，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可以让企业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政治

关联度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低（Infante & Piazza, 2014），这将减少融资约束对企业进行策

略性创新的诱导效应。同时，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更易获得关于政府技术创新政策信息（创

新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借助信息优势并利用策略性创新“寻扶持”，这将导致企

业减少实质性研发投入水平（杨晓妹和刘文龙，2019）。那么，政治关联度的差异性对企业

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几何？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是否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 

表 4 的第（1）~（2）列报告政治关联有无条件下产业政策对策略性创新诱导效应估计

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有无政治关联，企业都会受到产业政策的诱导，并在当期产生显著的

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还可以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上市企业，其策略性创新的行为惯性反而

相对较小。及其原因，这可能与“官员型”高管所造成的大量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所致

（Sapienza，2004；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逯东等，2012），这导致大量资源分配到非生产

性支出中，相应策略性创新必须成本也将被挪用。这意味着，政治关联将严重影响企业的资

源分配，必然也将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从策略性创新角度看，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虽

然其的确能够有效遏制企业策略性行为，但也将严重损害企业的绩效水平（杨其静，2011；

于蔚等，2012）。 

表 4 的第（3）~（7）列报告了不同类型政治关联使得产业政策对策略性创新影响效应

情况。结果显示，高管曾担任级别越高，那么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惯性越大。同时在曾担

任部级干部的高管影响下，政府激励型政策对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的诱导作用呈现负向关系。

究其原因，这可能与高管曾担任的官员级别和业务高度相关，科级官员担任企业高管后，为

体现更多的“经济”价值，其将更多资源分配到非生产性领域，同时其在任官员期间更加了

解业务操作细节和重要节点，因而对政策解读和迎合政策更具有优势。相反，曾任部级干部

的高管则更多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为企业谋取收益，他们更加爱惜自己“羽毛”，并不

会在为迎合政策方面实施策略性创新行为。这意味着，从监管和治理策略性创新行为角度看，

不能够忽视“低职级官员型”高管的负面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方

面，而且体现实施迎合政策的策略性行为方面。 

 

表 4                   政治关联背景异质性下策略性绿色创新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无政治关

联 

有政治关

联 

政治关联细分 

无关联 科级干部 处级干部 厅级干部 部级干部 

𝑃𝑗𝑡−1 
0.230*** 0.100*** 0.230*** -0.058*** -0.024*** -0.002* 0.061*** 

(15.733) (6.225) (15.733) (-18.259) (-210.683) (-1.752) (7.486)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4*** 0.004*** 0.004*** 0.004*** 0.002*** 0.006*** -0.005*** 

(3.224) (4.092) (3.224) (49.631) (271.695) (70.305) (-12.458)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3*** 

(-0.676) (-0.295) (-0.676) (6.230) (-84.234) (-4.307) (11.964)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4 0.011** 0.004 0.007*** 0.016*** 0.004** 0.007 

(1.411) (2.399) (1.411) (3.169) (92.955) (2.194) (1.486)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16** -0.010 0.016** 0.013** 0.005*** -0.002 0.021** 

(2.499) (-0.985) (2.499) (1.973) (14.810) (-0.598) (2.176)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0 0.009 -0.000 0.036*** 0.009*** -0.002 0.003 

(-0.099) (1.384) (-0.099) (7.574) (39.747) (-0.893) (0.500)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0.759 0.951*** 0.759 6.126*** 0.226*** 2.947*** 1.315*** 

(1.599) (2.617) (1.599) (6.566) (15.683) (13.960) (7.972) 

常数项 
-0.444*** -0.246* -0.444*** -1.884*** -0.553*** -0.339*** -0.739*** 

(-3.844) (-1.725) (-3.844) (-13.123) (-119.229) (-7.129) (-7.472)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1183.348 260.290 1183.348 1.21e+05 2.20e+07 45003.318 3108.383 

观察值 19352 7228 19352 411 1374 2321 3122 

注：参数估计值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值；括号中的内容为统计量，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字；表中*** ,** 和*分别代

表 1%，5%和 10%显著水平。 

2.国有企业是否更愿意实施创新策略 

企业股权异质特征是影响企业获得政府环保补贴、创新激励以及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差异

性的重要因素。表 5 的第（1）报告了国企的环保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情况，

第（2）~（3）列报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环保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效应情况。结

果显示，环保补贴的系数仅在非国企组别显著为正，环保补贴增加对非国企的策略性创新有

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在国企组中其系数不显著。不同产权性质下，环保补助对策略性创新

影响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国企配合政府承担着部分公共职能，无论是否有环保补贴以及补

贴数量多少，国企都需要进行降碳减排的绿色实质性创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企的“软

预算约束”使其更容易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到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绿色技术研发风险抵御能力

强，研发部门和研发投入更为稳定。同时，非国有企业不具备国企在融资方面的天然优势，

融资约束高和融资难度大是非国有企业最大痛点，因而其存在为获得政府补贴进行策略性创

新更强动机。总体而言，关于国有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的考察结论与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Tong 等人（2014）并不一致，这主要由于对于策略性创新衡量的前提假设并不相

同，本文更多考虑专利的实际应用和转化价值而非专利类型。这表明，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

国企的创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一定是追求专利产出量，而忽略实际专利产出的质量

（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相反，民营企业可能会由于更加依赖于融资渠道和资金链条稳

定性，对于可能更加倾向于“寻扶持”，这点从表 5 的模型 2 中结果可见一斑。 

表 5                     股权性质异质性下环保补贴对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𝑃𝑗𝑡−1 
0.244*** 0.227*** 0.085*** 

(23.204) (69.977) (49.900)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0 0.001*** -0.000*** 

(0.902) (6.474) (-7.377)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0 0.001*** -0.002*** 

(0.957) (5.195) (-40.934)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7** 0.006*** 0.005*** 

(2.158) (3.294) (10.510)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30*** 0.019*** -0.004*** 

(3.797) (3.915) (-2.643)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5 0.004 0.005*** 

(-1.083) (1.289) (5.229)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0.731** 3.809*** 5.742*** 

(2.380) (6.062) (59.990) 



常数项 
-0.715*** -1.028*** -0.819*** 

(-7.430) (-11.706) (-35.345)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2743.875 21056.780 4.57e+07 

观察值 14112 10880 791 

注：参数估计值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值；()中的内容为统计量，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有效数字；表中*** ,** 和* 分别代

表 1%，5%和 10%显著水平。 

3.污染企业是否更具策略性创新动机 

鉴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途径，政府近年来已向该行

业的企业投入大量绿色技术研发补助，旨在引导重污染行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因此探究不

同行业下环保补贴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表 6 的（1）和（2）列

分别报告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环保补助政策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动机影响。结果显

示，环保补助引致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在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非重点

污染行业体现为短期较强的诱导效应，而重点污染行业则以长期诱导效应为主。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环境绩效差，往往受到更大程度的政府监管力度，重污染行业

的企业为了扭转现状往往需要获得政府长期的认证效应（于芝麦，2021），从而规避其市值

由于其行业特征带来的损失。但是，非重点污染企业的创新动机更加聚焦于融资约束减缓，

相应提升绿色效率的任务并不急迫和必要，因此其短期策略性创新行为的诱导作用将更加强

烈。 

表 6                        行业异质性下环保补贴对策略性绿色创新影响 

 
模型(1) 模型(2) 

非重点污染行业 重点污染行业 

𝑃𝑗𝑡−1 
0.279*** 0.206*** 

(43.579) (30.901)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8*** 0.001*** 

(14.705) (2.603)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1 0.001*** 

(-1.523) (4.327)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4** 0.010*** 

(1.963) (3.291)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18*** 0.049*** 

(3.188) (7.068)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7* -0.013*** 

(-1.759) (-2.763)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0.290 1.152*** 

(-0.751) (5.108) 

常数项 
-0.222*** -1.093*** 

(-2.752) (-13.582) 

时间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7672.691 6897.234 

观察值 14413 12167 

 



五、进一步分析 

在上文关于策略性创新的效应和异质性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策略性创新的诱导

和形成机制，并尝试从内外两个层面分析监管治理策略性创新方法和有效性。 

（一）策略性创新的形成机制 

专利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信号机制可能对企业专利质量造成抑制效应。这主要由于中国

国内专利评估机构普遍缺乏权威性，企业只需缴纳费用就能够为其专利进行虚假估值，致使

许多专利评估机构存在为了迎合自身利益需求而虚高专利估值的现象，从而使得专利估值背

离了专利真正的市场价值（张杰等，2016）。中国不少企业或者研究机构进行专利申请以及

获得专利授权的目的只是把专利作为向客户或市场传递企业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信号。

企业竞争优势市场信号传递效应表现为企业在宣传自身竞争优势时将拥有授权专利数量的

多少，作为证明企业竞争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对于专利自身质量的高低以及专利的产业化运

用价值并不关注。那么，企业为了缓解融资约束，是否存在策略性创新行为呢？仍然有待进

一步检验。 

表 7 的第（1）~（2）列报告了融资约束对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形成效应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环保补助对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诱导作用与融资约束的强弱相关，当企业面临的融

资约束程度越高，激励型产业政策对策略性创新行为诱导作用将产生正向诱导作用，相反则

未必。该结论也论证上面异质性分析的结论，即污染重点行业中的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融资

约束，因而政策的诱导作用往往形成短期和长期持续性正向作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当企

业被标记为重污染的标签后，其融资约束程度提升，在企业融资约束的诱导作用下企业必将

考虑长期获得政策性“无息或低息”补贴。一方面，这样企业能否通过获得政府环保补贴的

一次性资金注入摊销掉高成本带来的收益损失。另一方面，企业也想通过获得政府环保政策

所释放“信号效应”，摘掉重点污染的帽子从而降低融资约束。 

（二）内外部监管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来看，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融资约

束，企业的外部压力也因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增加而提高，外部资金和外部压力的增加均

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内部治理使得管理者可能出现机会

主义行为，导致企业进行策略性创新。Klein（1998）认为独立董事因缺乏独立性而可能无法

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引起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出现无序投资和创新绩效低下。同

时，策略性创新不同于实质性创新，企业创新质量短时间内难以评估，这增加内部管理层迎

合政府补贴政策的激励，采取提升显性的创新数量、降低隐性创新质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进

而对企业实质性创新造成扭曲。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企业的内外部监管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抑

制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呢？仍然需要实证检验和分析。 

表 7 的第（3）~（6）列报告内外部监管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内部监管在抑制企业策略性创新存在失灵，独立董事制度在审查监督企业创新投资等方面未

能发挥应有作用。就其原因，可能在于以独立董事制度为代表的内部监管缺乏独立性，存在

独立董事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而使得经营者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即促使企业追求短期的绿色创

新数量，从而变相降低绿色创新质量（Klein，1998）。同时，本文以 KV 指数度量的企业信

息披露程度表明，KV 指数越小，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高，说明外部监管强度相应越大。表 7

的（5）~（6）估计结果显示，在较强的信息披露质量作用下，企业采取策略性绿色创新寻

扶持的意愿会显著降低。究其原因，可能的原因在于信息质量披露将形成强烈的外部监管，

使得政府或外部投资者有效甄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技术产出，企业隐藏实际创新

信息的难度随信息披露质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当外部投资者通过有效信息发现企业迎合

创新行为，则投资者将重点考虑企业违规行为风险问题，其会降低对该企业投资意愿，进而



损害企业声誉和股价，此时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意愿将大幅下降。 

表 7                              策略性创新的形成机制与内外治理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基准模型 形成机制 
内部监管 外部监管 

基准模型 独立董事 基准模型 信息披露 

𝑃𝑗𝑡−1 
0.269*** 0.267*** 0.269*** 0.268*** 0.269*** 0.262*** 

(19.381) (19.262) (19.381) (19.364) (19.381) (20.078)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4*** 

(1.723) (-2.201) (1.723) (-0.875) (1.723) (-2.889)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0.000 -0.003*** 0.000 -0.001 0.000 0.001 

(1.310) (-3.042) (1.310) (-0.742) (1.310) (0.838) 

𝑙𝑛𝐾𝑗𝑡  
0.006** 0.005** 0.006** 0.006** 0.006** 0.006*** 

(2.360) (2.236) (2.360) (2.334) (2.360) (2.646) 

𝑙𝑛𝑆𝑖𝑧𝑒𝑗𝑡 
0.025*** 0.023*** 0.025*** 0.025*** 0.025*** 0.024*** 

(4.177) (3.786) (4.177) (4.200) (4.177) (4.074) 

𝑙𝑛𝐷𝑒𝑏𝑡𝑗𝑡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604) (-0.506) (-0.604) (-0.611) (-0.604) (-0.195) 

𝑅𝑎𝑡𝑒_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𝑗𝑡 
1.249*** 1.220*** 1.249*** 1.250*** 1.249*** 1.130*** 

(2.808) (2.822) (2.808) (2.808) (2.808) (2.643)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 𝑆𝑎_𝑖𝑛𝑑𝑒𝑥𝑗𝑡 

 0.001***     

 (3.000)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 𝑆𝑎_𝑖𝑛𝑑𝑒𝑥𝑗𝑡−1 

 0.001***     

 (3.526)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 𝑟𝑎𝑡𝑒_𝑑𝑗𝑡 

   0.006   

   (1.167)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 𝑟𝑎𝑡𝑒_𝑑𝑗𝑡−1 

   0.004   

   (0.962)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

× 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𝑗𝑡 

     0.009*** 

     (3.374) 

𝑙𝑛𝑠𝑢𝑏𝑠𝑖𝑑𝑖𝑒𝑠𝑗𝑡−1

× 𝑘𝑣_𝑖𝑛𝑑𝑒𝑥𝑗𝑡−1 

     -0.001 

     (-0.475) 

常数项 
-0.718*** -0.652*** -0.718*** -0.710*** -0.718*** -0.716*** 

(-7.068) (-6.457) (-7.068) (-7.015) (-7.068) (-7.292)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26580 26580 26580 26580 26580 26580 

𝑊𝑎𝑙𝑑统计量 2015.536 2130.741 2015.536 2023.320 2015.536 2196.104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尝试修正和完善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Tong 等人（2014）关于策略性创新方面

研究，通过构建以专利引用率为核心的策略性创新衡量指标，捕捉政府环境补助对上市公司

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并深入剖析该效应的形成机制和内外部监管的有效性。研究结

果表明:第一，策略性创新往往具有一定的行为惯性，其中 28.4%来自于以往策略性记忆。



这说明策略性创新与实证性创新均具有行为记忆（Fedai 等，2013；胡彬和万道侠，2017；

刘青，2022），说明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具有创新行为经验累积特征，因此有效区分两者是

极具挑战性的。因此，对其策略性创新实施监管和治理一方面要追本溯源，另一方面也要制

定长效动态机制，不能一蹴而就。第二，在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利润率等重要影响因素后，

政府环保激励型政策会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较强的诱导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

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产业政策、企业产权性质及所属行业的差异对企业策略

性创新产生不同影响效应。企业高级管理层曾担任政府职位级别越低、企业所有权为非国有

企业或企业属于重点污染行业，政府环保补贴会显著增加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的意愿。第四，

融资约束是环保补贴诱导企业策略性创新的重要路径，当融资约束较低时环保补助的诱导效

应并不明显，随着该约束的强度增加时，该诱导效应也会在短期和长期方面增强。最后，企

业的内部监管机制并没有起到制约策略性创新行为作用，而外部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

称程度，并通过政府、媒体以及外部投资人等渠道，有效降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意愿。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完善政府环保补贴的政策设计，防止企业出现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政府补贴应

该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引导企业向实质性创新转变。完善奖惩机制，建立起完备的监督、

甄别与反馈机制，对于“骗补”(违反研发协议、采取策略性创新行为)的企业需加重惩罚力

度，对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形成“威慑”，并将诚信不良企业纳入“黑名单”，对其以

后申请政府研发补助进行限制。 

同时，政府应根据创新项目的难易程度、推广应用价值等实行不同的补贴政策。对于技

术含量高的企业创新项目，应加大事前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实质性创新，而对于技术含量相

对较低的企业创新项目，需要合理的引导和适当的扶持，并在事后根据最终创新成果的质量

进行激励性补贴，提高整体创新质量。在政府实施创新补贴政策的具体方式上，使用贷款贴

息补贴方式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效应，要好于直接的无偿资助补贴方式，因此，

建议政府更多地采用贷款贴息的扶持方式，作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重点。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减少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通过全面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提

高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多

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向创新型企业补贴来发送良好的认证信

号，帮助市场投资者认清真正优质的创新企业，消除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提高补

贴效率。同时，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具有基础性、前瞻性的创新活动。 

政府可以向市场公开、共享相关数据，在适度增加对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新兴产业

培育、新业态发展等方面补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信号导向作用，搭建市场投资者与这些企

业之间信息共享的创新补贴平台，推动企业与市场投资者的深度信息互通。通过政府补贴资

金引导面向创新企业的诸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各类科技金融服务机

构的进入，并鼓励更多非金融机构市场主体进入，拓宽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的渠道。 

第三，深化内外监管制度，提高创新补助资金的利用效率。在内部治理方面，通过合理

地调整和改善董事激励机制，强化董事的监督作用，调动其监督管理层及企业运作的积极性。

同时，由于创新投资的高风险特征，适当提升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有助于缓解高管和股

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内部治理、薪酬契约设计以及创新投资决策等均属于企业的顶层设

计，健全的内部治理体系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高管在获得有效激励的前提

下，更加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更多地投入于推动实现实质性创新发展战略。 

在外部治理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对创新补助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管和治理，鼓励企业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并加强对公司研发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从而提升创新补助的管理

效率。鼓励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参与其中，完善和规范专利质量的事前评估、事后抽查机制。

同时，政府也可以引导社会主体，如行业协会、舆论媒体等，有效发挥对企业创新补助资金



的社会监督作用。此外，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创新获得的正常收益，

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提升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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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rategic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Then,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this type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re the core issues that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even the 



government must face.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rategic innovation measurement index 

centered on the patent citation rate, tries to use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to re-evaluate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1999 to 2019, and analyzes the induction mechanism that leads to this behavior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gulation. Afte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First, strategic 

innovation often has a certain behavioral inertia, of which 28.4% comes from previous strategic 

memory. This reflects that both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empirical innovation have behavioral 

memory, indicating that corporate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ion of innovative behavior experience. Second,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entive policy will have a strong inductive effect on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t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ous tests. Third, the lower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positions held by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 the ownership 

of the enterprise is a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 or the enterprise belongs to a key polluting industry,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sidy policy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nterprise to adopt strategic innovation. Fourth,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an important path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sidies to induce strategic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When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low, the induc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sidies is not 

obvious. As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straints increases, the inductive effects will also increase in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inally, the internal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has not played 

a role in restricting and supervis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external regulatory 

mechanism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external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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